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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是“放管服”改革的重点，行政负担转移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基于行政负担

理论，构建了“放管服”改革中行政负担转移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最大不可能的案例研究方法对 C 市

“放管服”改革的进程进行了实地调研。研究发现：行政负担转移是“放管服”改革发挥作用的核心

机制，是理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变量。政府通过政务服务帮代办、“互联网+政务服务”以

及审批中心主题式窗口建设等方式，能有效地实现行政负担的转移和激发企业的活力。从对政策的启

示来看，“放管服”改革要有效转移基于筛查机制的行政负担，进而优化营商环境；要打好“政策组

合拳”，多个面向持续发力，促进行政负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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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为应对经济发展的诸多外部冲击，

我国政府开始以释放制度红利来优化营商环境，

以达到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2020 年 10 月 29 号，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改革，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2020》，

我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31，相较于 2019 的第 46 名有了显著的提升。纵

观近年国家为优化营商环境所释放的制度红利，

“放管服”改革对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的提升发挥

了主要的作用。“放管服”改革是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以及优化服务的简称，是我国从

2013 年开始推行的全国性行政体制改革。具体而

言，简政放权指的是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着力扩

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减少对公司企业的行政束

缚。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指在行政服务的过程

中尽可能精简手续和降低材料要求，减少企业的

机会成本。 

“放管服”改革是我国营商环境优化的关键

抓手和重要政策工具。关于“放管服”改革和营

商环境优化的影响机制的研究，目前主要已从协

作治理、政府效率和企业权利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关于协作治理。由于营商活动环节众

多，涉及政府多个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首先需要

政府的各部门间协同与合作。从企业的营运周期

来看，整个营商过程包括开办企业、登记财政、

获得基础设施支持、办理纳税、生产运营、接受

市场监管以及合同执行等环节。营商过程中的每

一个步骤，除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还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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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监管。目前的研究认为，政府的科层制组织

形式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会产生弊端：高度科层

化的组织架构，在面对复杂治理任务时，往往会

带来“政出多门”的问题[1−2]。就营商活动来说，

开办企业就会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工商管理部门

核发营业执照，税务部门管理纳税登记，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负责企业的资产登记管理，公安部门

负责企业公章刻制与备案。如果企业营商活动所

涉及的政府部门间不能进行有效的协同与合作，

仅按照串联的方式办理相关业务，将会使企业开

办产生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因此，在推

进“放管服”改革的进程中，如果政府通过提供

集成服务的方式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将不同的政

府部门集中起来办公，会增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协

作，进而有助于企业提高办事效率，激发企业创

新创业的活力，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第二，关于政府服务效率。政务服务效率的

高低对营商环境建设有十分显著的影响。研究者

认为，高效率的政务服务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升级

提供助力[3−4]。在“放管服”改革的推进过程中，

“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和“最多跑一次”服

务的推广大幅提高了企业的办事效率，对营商环

境的优化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三，关于企业权利。“放管服”改革通过

大量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了对企业经营的羁

绊，使广大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拥有更大的自主

权。研究者认为，在政府简政放权的过程中，“负

面清单”制度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是推进“放

管服”改革过程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5−6]。政

府通过设立企业经营的“负面清单”，一方面框

定了公权力的边界，另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企业

生产经营的范围，实现了对企业的赋权[7−8]。“负

面清单”制度通过减少企业经营和进入市场   

的掣肘 [9−10]，使企业可自由地开展不在“负面   

清单”中的事项和业务，以达到优化营商环境的

目的。 

总的来看，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对“放管服”

改革机制的解释具有较强的理论启发性。不足的

是，现有研究忽略了政企互动的过程，尤其是政

府和企业互动过程中的行政负担。行政负担是

“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

的影响因素。行政负担既可以由企业承担，也可

以由政府承担。但是不同的承担主体对营商环境

建设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由此也导致了行政负

担转移的问题。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尝试

构建行政负担转移的分析框架，并以案例研究予

以分析。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2020 年 5 月 1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

“营造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

境，建立规范化机制化的政企沟通渠道”。如何

实现高效畅通的政企沟通和政企联系？“放管

服”改革提供了诸多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其中

推进行政负担的转移是一项关键的举措。 

行政负担(administrative burden)主要由搜寻

成本、执行成本和心理成本构成[11−12]。具体而言，

搜寻成本(learning cost)是指企业为了获取申办事

项的相关信息，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查找信息、阅

读材料，以便判断是否符合申办条件。执行成本

(compliance cost)是指企业为了完成政府要求的

“规定动作”，申办者需要付出的成本，比如填

写相关表格、到指定地点提交材料、接受询问等。

心理成本(psychological cost)是指为了达到政府

对于申办事项的要求，需要让渡和丧失一部分自

主权和自由权。除了从“成本”角度定义外，行

政负担还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界定： 

第一，主观的感知角度。行政负担指的是企

业和公民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不愉快体

验和经历，这种负担的存在会显著降低公民的幸

福感和满意度[13−14]。公民在与政府部门接触过程

中遭遇的推诿扯皮等官僚主义行为，也是一种行

政负担[15−16]。 

第二，公共服务提供和获取的角度。有研究

认为，行政负担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内耗和公

民获取公共服务的花费[17−18]。比如在获取商事登

记政务服务过程中，和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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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面临更严重的行政负担[19]。这些行政负担会

对中小企业经营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20]。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有研究指出通过应用电子技术提供

公共服务，能够显著地减少中小企业面临的行政

负担[21−23]。需要指出的是，行政负担也会产生正

面效应，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增加社会福利的总 

量[24−25]。行政负担设定的准入标准和产生的鉴别

机制，能够排除不符合事项条件的申请者。 

本文将行政负担理论引入“放管服”改革与

营商环境建设的治理场域，希冀增进对这一议题

的理解。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基于行政负担理论

提出了我国“放管服”改革中行政负担转移的

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展示了行政负担在企业和政府机构之间

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驱动力是“放管

服”改革的一系列举措。行政负担客观存在于政

企互动的过程中，其承担主体主要有政府机构和

营商企业。企业在与政府互动的过程中，面临着

诸多行政程序和负担，“放管服”改革推动着这

些负担向政府机构转移。 

政府可以通过不同的政策工具，实现行政负

担向窗口前端转移、同级部门转移和后台转移。

第一，通过帮代办体系建设，设立专门的服务代

办员，将行政负担集中到窗口前端。第二，通过

电子政务建设，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将行 

政负担转移到审批后台。第三，基于业务主题窗

口建设，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将行政

负担集中到业务受理部门，实现行政负担的同级

转移。 

由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行政负担转移

是“放管服”改革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根据这

一核心理论假说，提出三个推论，分别是： 

推论 1：政务服务的帮代办体系促成行政负

担向窗口前端转移，即行政负担的“前转”； 

推论 2：“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行政负担

往审批后台集中，即行政负担的“后转”； 

推论 3：主题式政务窗口建设，将行政负担

集中到特定部门，即行政负担的“同转”。 

 

三、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案例资料来源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5 月，笔者所在的研

究团队对 C 市营商环境实施第三方评估。本文所

使用的案例材料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①政策

文件。通过公开的网络检索和政府部门提供，本

文累计收集了 27 份政策文件，包括“放管服”

改革方案、营商环境优化年分工方案以及其他议

题的改革方案。②会议记录。通过 3 次集中的调 

 

 

图 1  行政负担转移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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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对接，详细了解“放管服”改革中各个部门的

改革措施以及实际效果，调研了行政审批局、税

务局和质量技术监督局等主要部门。③企业座谈

会记录。通过采用焦点小组的座谈方式，了解企

业在具体营商过程中与政府部门互动的情况，发

现营商环境建设的“痛点”。参加座谈会的企业

共 150 家。④一对一访谈记录。行政审批局是实

施“放管服”改革的核心部门，为深入了解行政

审批相关事项的改革情况，笔者对 C 市行政审批

局局长和科员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形成访

谈记录。⑤实地走访报告。调研团队实地走访了

街道一级的政务服务中心，实地考察了“放管

服”改革在基层的执行情况，形成了 3.8 万字的

实地考察报告。 

(二) 案例方法选择 

在案例研究当中，主要有最大不可能、最大

相似和最大差异三种不同的案例方法。最大不可

能法(Least-likely Design)主要是面向单案例的过

程追踪，其核心优势在于对案例的演变过程进行

细致追踪，有利于揭示政策过程和因果机制[26]。

最大相似法(Most-similar Design)主要是基于多案

例的比较分析，其优势在于发现因果机制，基于

最大相似原则进行案例选择，能够有效控制协变

量的影响，进而解释关键因素对结果的作用机

制。最大差异法(Most-different Design)的研究设

计是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能够发现关键因素

影响结果的机制与过程。上述三种案例研究设计

在案例数量要求和分析方法选择等方面存在较

大差异，方法本身并不具优劣之分[27−28]。选择何

种案例研究方法，需要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问

题特征，做出针对性的决策。 

基于 C 市“放管服”改革的特性，本文选择

最大不可能的案例研究方法。C 市在初始禀赋较

差情况下，通过“放管服”改革有效优化了营商

环境，符合最大不可能案例方法的理论预期，详

情参见图 2。 

第一，从初始要素禀赋来看，C 市无任何优

势，处于理论上最不利的境地。C 市位于中部内

陆地区，远离大都市和城市群、远离沿海港口城

市、无特殊自然资源和产业。改革开放前的经济

发展是以农业种植和生猪养殖为主，所以又叫

“粮猪县”，工商业发展基础薄弱。在改革开放

后也未获得相关政策支持，并没有任何先发   

优势。 

第二，C 市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营商环境评估结果和新增企

业数目两个方面。根据 C 市政府网站介绍，在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9 年对全国的营商环境评

估当中，C 市名列全国第 12 位，领跑中西部地区。

另外，根据 C 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业登

记数据，在 C 市范围内一共有 26 362 家企业法人

在册，其中最多的街道有 6 690 家企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C 市登记

注册的新增个体户一共有 76 003 家。 

 

 

图 2  案例方法选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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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 

 

通过对 C 市“放管服”改革过程的追踪发

现，C 市营商环境优化的关键在于促进行政负担

由企业向政府部门转移。 

(一) 帮代办体系与行政负担的“前转” 

在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C 市的

三级帮代办体系逐渐形成。政府通过建设政务服

务帮代办体系，减少了市场主体的行政负担，提

升了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有效优化了营商环

境。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C 市政府通过劳务派遣

的方式，雇用了大量工作人员专门从事政务代办

服务。在 C 市的行政审批中心，设置有专职工作

人员值守的“帮代办”服务台，免费向需要办事

的企业提供咨询；免费提供办理各种事务所需的

空白表格；免费打印各种审批材料。通过政务中

心的帮代办服务窗口，市场主体可以获得信息咨

询、表格填写、材料提交、证件送达等不同类型

的服务。政务服务“帮代办”体系将行政负担转

移到了政府政务中心的窗口一线，进而有效减轻

了办事企业面临的负担。 

在政策文件中，《C 市政务服务三级帮代办体

系建设方案》（C 市政办函〔2018〕72 号）对政

府的“帮代办”服务范围、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

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比如帮办事项主要包括信

息咨询、材料准备和协助办理等；代办事项主要

是指企业经营开办、投资项目审批、工程报建申

请等。 

行政负担的“前转”，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

政府政务中心用工的短缺。目前在 C 市政务大厅

一线窗口服务的工作人员中，有一半属于劳务派

遣用工。由于劳务派遣的招工要求不高，所以被

招聘人员的业务能力有限，只能处理一些形式上

的疑问，涉及相对复杂的问题，他们就不能独自

解决。这也是目前“帮代办”体系建设中的痛点

和难点。 

基于帮代办服务体系，原本由市场主体和公

民承担的行政负担，转移给了政府政务中心一线

窗口的工作人员。 

本文的推论 1 政务服务帮代办体系促成行政

负担向窗口前端转移，得到验证。 

(二 )“互联网+政务服务”与行政负担的   

“后转” 

从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C 市在

全市范围内完成了网上政务平台建设，电子政务

能力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具体而言，所有的事项

办理指南全部实现了线上发布，政务服务网也设

立了专门的事项咨询区。与此同时，营商企业也

可通过公共电话、邮件和手机软件等方式进行咨

询，后台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答复。截至 2019

年 6 月份，C 市统一的政务服务网已全面上线  

运行，基本消除了审批服务事项“体外循环”的

现象，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2430 工程”   

建设。 

“2430 工程”建设主要是在开办企业和登

记财产等方面进行的系列变革，包括“开办企业

2 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登记财产 4 个工作日之内

完成，社会投资建设工业项目施工许可 30 个工

作日之内完成”。根据世界银行《Doing Business 

2020》的数据显示，营商环境指数排名世界第一

的新西兰，开办企业需要 0.5 个工作日，登记财

产需要 2 个工作日，办理施工许可需要 15 个工

作日。就我国的平均营商服务水平而言，开办企

业需要 1.5 个工作日，登记财产需要 3 个工作日，

办理施工许可需要 25 个工作日。由对比可知，

实现 2 个工作日开办企业、4 个工作日完成财产

登记和 30 个工作日办结施工许可，对 C 市政府

来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程。通过积极引入互

联网信息技术，C 市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

的平台建设实现了“2430 工程”，这就将营商企

业面临的行政负担转移到了网络后台，极大地推

动了该市营商环境的优化。 

“2430 工程”通过网上比对、联合图审、并

联审批等手段，将核查的工作集中到审批后台，

以期最大限度地压缩市场主体的等待时间。《C

市推进政务服务“2430 工程”改革实施方案》（C

市政办函〔2019〕92 号）是推进“2430 工程”

的纲领性文件，在企业注册、财产登记和办理施

工许可等三个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在企业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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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方面，明确规定实施一窗受理，由税务局牵头，

推动税务登记系统、企业核名系统和公章刻制系

统实现数据共享。在财产登记方面，推进内部信

息共享，登记程序从串联改为并联，实现“外网

申请、内网审核”办理模式的改变。在办理施工

许可方面，设置专门的网上申办窗口，营商企业

无需到现场即可申办施工许可证，这在程序上实

现了施工许可申请的并联办理。 

总结来看，C 市通过具体实施 “2430 工程”，

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极大了降低了营

商企业在企业注册、财产登记和办理施工许可方

面的行政负担。这些改革措施使行政负担向审批

后台汇聚，表现为行政负担的“后转”。本文的

推论 2“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行政负担往审批

后台汇聚，得到验证。 

(三) 主题式窗口与行政负担的“同转” 

业务分散和多头管理容易增加营商企业的

行政负担。主题式窗口建设通过将行政负担集中

到某一个特定的牵头部门，有效减少了市场监管

和监督检查对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具体而言，

2019 年 1 月，C 市以“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

主题式窗口建设为突破口，推动了行政负担的

“同转”。主题式窗口建设，实际上起到了倒逼 C

市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业务整合的作用。 

通过对比 C 市改革前后的情况，可以发现主

题式窗口建设成效显著。在改革之前，政府的业

务部门均开设了相关的办事窗口，申办者需要在

政务大厅的不同窗口之间辗转，对于个别尚未进

驻政务大厅的业务部门，申办者则需要到其他地

方办理相关业务。 

根据 C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提供的数据，改革

后市政务大厅共入驻 30 个政务部门，可办理 849

项公共服务事项，占总服务事项的 80%，占 1 018

项“最多跑一次”事项的 83%。在主题式窗口改

革的设立方面，也充分考虑到不同事项的复杂程

度。《C 市“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方案》（C

市政务办〔2019〕3 号）明确规定，主题式窗口

分别有工程建设主题窗口、不动产登记主题窗

口、市场准入主题窗口以及税务服务主题窗口

等。承担窗口事务责任的部门主要有质量技术监

督局、国土局、税务局、规划建设局等。通过明

确牵头部门和规定办理事项，这项改革有效降低

了申办者的行政负担。 

概而言之，主题式服务窗口的设立是将行政

负担集中到特定的政府部门，实现了行政负担的

水平转移。这验证了本文的推论 3：政府部门职

能整合将行政负担集中到特定部门，实现行政负

担的“同级转移”。 

(四) 行政负担转移的三个阶段 

依据改革力度和改革的时间顺序两个要素，

可以把 C 市的“放管服”改革划分三个阶段：全

面对标阶段、全面提升阶段和制度化阶段。在不

同的改革阶段，行政负担的转移方式和驱动力量

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具体参见图 3。 
 

 

图 3  C 市“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建设的时间表与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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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面对标阶段。C 市通过学习浙江省

“最多跑一次”的经验，建立了符合本地情况的

政务帮代办体系。政府的帮代办体系在短时间能

够发挥明显的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企业对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需求更加迫切。借助 2019

年国务院推动建设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专项

计划，C 市通过政府采购，迅速打造本地的网上

政务服务网络，有效实现了行政负担向审批后台

的转移。 

第二，全面提升阶段。由于 C 市的电子政务

建设已见成效，部门整合和业务调整的迫切性也

逐渐凸显。政府的各项审批服务如果没有深度融

合，就难以实现“一网通办”，会造成个别审批

服务事项“体外循环”的现象。因此，C 市开始

进行大规模地机构合并与业务重组，将相关的行

政审批事项向个别业务部门(质量技术监督局、税

务局和财政局)集中。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行政负

担在水平方向的同级转移。 

第三，制度化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实现，在客观上要求政府的行政审批

程序日益规范化和制度化，以便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该阶段，政府持续

推进行政负担向窗口前端、审批后台和职能部门

集中，切实有效地减少申办企业面临的程序羁

绊。但是，如何实现有效监管和企业赋权的平衡，

以充分激发企业创业兴业的活力，仍是制度化阶

段需要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总结来看，C 市“放管服”改革有效推进了

行政负担由企业向政府部门转移，具体包括前

转、后转和同转三种不同的形式。至此，本文提

出的理论假设—行政负担转移是“放管服”改革

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

加快构建现代化的政府职责体系。在这个过程

中，厘清政府的权力边界，畅通政企沟通渠道，

是“放管服”改革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通过“放

管服”改革减轻企业面临的行政负担，加快建设

制度化的政企沟通渠道，是进一步构建和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 

C 市作为一个在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不具有

优势的中部县级市，其通过“放管服”改革成功

推进本地营商环境优化的做法，值得我国中西部

地区县市借鉴参考。其主要启示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放管服”改革要减少企业的制度

性交易成本，有效转移基于筛查机制的行政负

担，进而优化营商环境。第二，“放管服”改革

需要政府打好“政策组合拳”，多个面向持续发

力促进行政负担转移。一方面，要提高服务窗口

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鼓励政府一线工作人员切

实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审批后台要加

强系统融合，业务部门实行联合审批、并联审批，

真正减少企业“多头跑”的概率，有效削减其行

政负担。第三，要做好行政负担承接部门的保障

和激励工作。大量的行政负担由企业转移到政府

部门，作为承接方的政府业务部门面临着诸多压

力和挑战，如何做好业务部门的保障和激励工作

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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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smoothening government-enterprise 
 interaction channel in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form 

 
LIAO Fuc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 Smoothening government-enterprise interaction channel is the focus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the shift of administrative burden is the key step.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burden theory, this paper 

develops an administrative burden shift analytic framework, and by collecting the least likely case study 

method, undertakes a field study on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county C.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shift from the enterprise to the state is the key mechanism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motion, and is also the key variable of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capability of our country. Th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service helping system, e-government platform and the one-stop service center,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shift of administrative burden and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enterprise. As for policy 

inspirations, future administrative reform should effectively shift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based on 

screening mechanism so as to optimiz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policy 

combinations,  sustain development from many facets, and promote the shift of administrative shift.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reform; business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burden; the shift mechanism; case 

process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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